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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失衡下的地方

财政压力与企业能源消耗强度
———基于所得税分享改革的准自然实验分析

宋易珈　 李锡涛　 刘若曦∗

　 　 摘要: 本文以中国在 ２００２ 年实施的所得税分享改革为背景ꎬ将纵向财政失衡

纳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互动的理论模型ꎬ分析纵向财政失衡引致的地方政

府行为对企业能源消耗强度的影响ꎬ并利用 １９９８—２０１２ 年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

数据库采用强度 ＤＩＤ 的识别策略进行实证分析ꎮ 研究结论表明纵向财政失衡显著

提升了中国企业能源消耗强度ꎬ在一系列稳健性与有效性分析后结论依然稳健ꎮ
进一步讨论发现ꎬ长期纵向财政失衡将通过能源要素市场和劳动力成本影响企业

的要素投入决策ꎬ最终影响企业能源消耗强度ꎮ 本文为形成以财政制度为核心的

能源环境治理政策体系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ꎬ政府应认识到能源要素市场扭

曲背后的制度原因ꎬ从财政制度设计角度解决公共治理问题ꎬ发挥财政工具的激

励、协调作用ꎮ
关键词: 纵向财政失衡ꎻ 财政压力ꎻ 所得税分享改革ꎻ 能源消耗强度

中图分类号: Ｆ８１２.７ꎻ Ｆ４２４

一、引言

长期以来ꎬ能源投入是推动工业化发展与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ꎮ ２０２０ 年ꎬ中国能源

消耗量占全球份额的 ２５.７％ꎬ增长率为 ５.２％ꎬ中国已然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①ꎮ 党的

十九大以来ꎬ中国能源消耗结构和利用效率呈现持续优化的趋势ꎬ但仍然落后于其他发达国

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ꎬ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仍然是中国实现“双碳”目标与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途径ꎮ 现有研究认为除了技术创新ꎬ降低能源消耗、提升能源效率的关键在于提供

良好的制度保障(Ｌｉｎ ａｎｄ Ｚｈｏｕꎬ２０２１)ꎮ 大量研究将能源过度消耗与能源效率低下的问题归

因于一系列的能源政策扭曲ꎬ主要体现在能源供给、定价和交易等方面的政策干预(Ｌｉｎ ａｎｄ
Ｚｈｏｕꎬ２０２１ꎻ Ｏｕ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８ꎻ Ｃｈｏｉꎬ２０２０)ꎮ 然而ꎬ这些研究却忽视了能源政策扭曲背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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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行为的制度逻辑ꎬ未能聚焦制度安排形成的深层次驱动力ꎮ 陈诗一和祁毓(２０２２)指出ꎬ财
政政策具有激励、协同、补偿等功能ꎬ是能源环境治理政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ꎬ只有

财政政策与能源政策协同融合ꎬ才能实现长期有效的能源环境治理ꎮ 可见ꎬ财政制度是地方

政府行为、能源政策设计背后的深层驱动因素ꎮ
随着 Ｃｈｅｎ(２０１７)、韦东明等(２０２１)等文献对中国财政制度研究的持续深入ꎬ他们发现

大规模纵向财政失衡可能会影响地方政府的政策选择ꎮ 纵向财政失衡带来的地方财政压力

将引起一系列地方政府的策略性行为ꎬ包括政策调控、公共支出结构偏转、税收竞争等ꎮ 具

体而言ꎬ通过工业用地特许权、税收优惠和能源市场干预等方式促进工业繁荣ꎬ是地方政府

增加税基以缓解财政压力的重要手段(Ｌｉｎ ａｎｄ Ｚｈｏｕꎬ２０２１)ꎮ 显然ꎬ地方政府对能源要素市

场的干预行为可能会引发能源资源的错配ꎬ导致能源效率的损失以及能源消耗强度的提升ꎮ
因此ꎬ纵向财政失衡引致的地方财政压力可能会影响地方政府能源政策决策ꎮ 本文将研究

视角聚焦财政制度与企业能源消耗强度ꎬ深入探讨地方能源政策决策背后的财政体制约束ꎬ
尤其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权和事权分配不平衡带来的纵向财政失衡问题ꎮ

本文试图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纳入统一的理论框架之中ꎬ探究央地财政不平衡

的财政制度与企业能源消耗行为间的因果关系ꎮ 我们尝试从财政制度的研究视角出发ꎬ为
地方政府制定协调融合的财政能源政策体系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撑ꎮ 纵向财政失衡带来的地

方财政压力是否增加了企业能源消耗强度? 其中内在的作用机制是什么? 弄清这些问题有

助于正确认识纵向财政体制设计下地方政府行为转变及其引发的能源效应ꎬ对认识能源消

耗背后的制度性动因ꎬ促进“双碳”目标实现具有重要现实意义ꎮ 为此ꎬ本文以所得税分享改

革的准自然实验为突破口ꎬ从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的角度出发ꎬ探讨所得税分享改革下纵向

财政失衡的加剧所引致的地方政府行为与能源消耗强度问题ꎮ

二、文献综述

全球范围内ꎬ财政分权带来的纵向财政失衡十分普遍ꎬ即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财

政分权中ꎬ支出责任的下放并没有与相应的收入分配相匹配ꎬ导致地方财政收支不平衡ꎬ财
政压力增加的典型问题ꎮ 本文聚焦央地财政失衡格局下地方财政压力对中国企业能源消耗

强度带来的影响ꎮ
财政失衡与财政压力是与本文研究密切相关的第一支重要文献ꎮ 在央地纵向财政失衡

的约束下ꎬ地方政府通常采用两种应对策略:开支紧缩策略和收入扩张策略ꎮ 策略选择取决

于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ꎮ 例如ꎬ美国的地方政府在财政上更加自主ꎬ倾向于收入扩张策

略ꎻ而在欧盟开支紧缩策略则更普遍(ＭａｃＫａｙꎬ２０１７)ꎮ Ｊａｃｑｕｅｓ(２０２１)以 １７ 个经合组织国家

为研究对象ꎬ发现这些国家的地方政府主要以裁员、减薪和削减公共服务等方式削减财政开

支ꎮ 此外ꎬ地方政府更愿意减少隐性支出ꎬ而不是选民关心的显性支出ꎮ 相应地ꎬ基于选民

对扩张性策略的偏好ꎬ地方政府则采用探索额外税源、扩大税基、土地融资、债务融资、中央

转移支付和证券储备等方式扩大地方财政收入(Ｅｌｓａｓｓｅｒ ａｎｄ Ｈａｆｆｅｒｔꎬ２０２２)ꎮ 特别地ꎬＸｕ 和

Ｗａｒｎｅｒ(２０１６)发现ꎬ美国地方政府在应对纵向财政失衡时受到更大的约束ꎬ其信贷市场发展

程度有限ꎬ更倾向于增加税收的同时控制政府债务规模ꎮ 因此ꎬ新税源与扩张税基是地方政

府增加税收满足财政需求的重要方式ꎮ 在新税源稀缺的情况下ꎬ扩大税基则成为缓解地方

财政压力最有效的途径ꎮ 地方工业作为地方财政税收的重要保障ꎬ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动机

采取诸如土地财政(舒鹏、周少甫ꎬ２０２３)、税收优惠(彭馨、蒋为ꎬ２０２１)和能源市场干预(Ｌ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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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Ｚｈｏｕꎬ２０２１)等政策来促进地方工业发展ꎮ
能源政策扭曲对企业能源消耗、能源效率的影响ꎬ是与本文研究密切相关的另一支文

献ꎮ 在已有研究中ꎬ政策扭曲通常指不恰当的政策干预引致的资源错配ꎬ例如ꎬ补贴、价格管

制以及价格歧视都会导致能源市场扭曲ꎮ 地方政府在能源定价方面发挥主导作用ꎬ通过压

低能源价格或提供大量补贴持续为工业发展提供廉价和充足的能源供应(Ｏｕ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ꎻＣｈｏｉꎬ２０２０)ꎮ 现有研究认为政策扭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替代效

应ꎮ Ｏｕｙａｎｇ 等(２０１８)表明能源价格管制与补贴导致能源价格偏离市场均衡ꎬ未能反映其稀

缺性ꎮ 当能源价格低于边际能源产出时ꎬ能源的过度使用会提升能源消耗强度ꎮ 二是挤出

效应ꎮ Ｂａｂａｔｕｎｄｅ 等(２０２１)发现低成本能源降低了企业创新意愿ꎬ鼓励企业依靠能源扩大生

产而不是引入节能技术ꎬ进一步导致能源消耗强度恶化ꎮ 三是重塑能源消费结构ꎮ Ｃｈｏｉ
(２０２０)认为政策扭曲导致能源密集型和低效企业从低能源价格中受益ꎬ从而获得生存和发

展的机会ꎬ导致行业平均能源消耗强度升高ꎮ
财政制度是一国制度体系中的基础要件ꎬ是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相关

公共政策中的关键性制度安排(陈诗一、祁毓ꎬ２０２２)ꎮ 但在现有文献中ꎬ探讨财政制度与企

业能源消耗的文献大都将研究聚焦于地方政府干预对中国工业企业能源投入绩效的影响ꎬ
尽管有少量文献探讨了财政体制造成的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对企业能源环境行为的影响

(Ｋｏｎｇ ａｎｄ Ｚｈｕꎬ２０２２)ꎬ但仍然鲜有文献建立起财政制度与企业能源消耗强度之间的理论框

架ꎬ尤其是从纵向财政失衡的视角深入解析引致中国企业能源消耗强度提升的关键制度因

素ꎮ 财政制度设计深刻影响着地方政府行为ꎬ特别是央地间的财政分配制度是地方政府行

为选择的深层驱动力ꎮ 因此ꎬ只有将纵向财政失衡纳入中国企业能源绩效的分析框架ꎬ才能

从根本上理解中国能源要素市场扭曲的关键ꎮ 但现有研究仍然缺乏将纵向财政失衡引发的

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与企业能源消耗强度直接联系起来ꎬ这就很难理解为何很多针对能源转

型的制度设计最终却收效甚微ꎮ 因此ꎬ本文以所得税分享改革为背景ꎬ从外部政策冲击带来

的纵向财政失衡出发ꎬ将纵向财政失衡引入政府与企业的决策理论框架ꎬ采用微观企业能源

数据检验地方财政压力对中国企业能源消耗强度的影响ꎮ
与现有文献相比ꎬ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体现在:首先ꎬ本文丰富了企业能源消耗强度

决定因素的相关文献ꎮ 以往研究探讨了诸如环境规制、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政策扭曲等

重要影响因素ꎬ而本文将纵向财政失衡引入地方政府决策与企业能源决策行为的理论模

型ꎬ试图构建从宏观到微观的财政压力影响企业能源决策的传导机制ꎬ探讨在央地财政失

衡情形下地方财政压力对企业能源消耗强度的影响ꎮ 其次ꎬ现有关于能源消耗方面的研

究更多地局限于宏观层面ꎬ极为缺乏企业层面的微观证据ꎬ而地区、行业加总的总体效应

往往会忽视企业个体行为差异带来的影响ꎬ本文基于国内现有最全面的企业微观数据库

检验了纵向财政失衡下的企业微观行为ꎬ为财政体制设计对企业能源治理带来的影响提

供了重要的微观证据ꎮ 再次ꎬ本研究更为精确地识别了纵向财政失衡与企业能源消耗强

度之间的因果关系ꎮ 现有研究主要基于地方财政收入、支出、债务、转移支付等指标衡量

地方财政缺口ꎮ 然而ꎬ地方政府的各种隐性债务会造成纵向财政失衡下地方财政缺口的

测算存在偏差ꎮ 由于所得税分享改革这一实践对于地方政府完全外生ꎬ本文则利用这一

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来更有效地捕捉纵向财政失衡ꎬ能够更为准确地识别地方财政压力

对企业能源消耗强度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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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本文以所得税分享改革为背景ꎬ在包含农业和制造业两部门的经济模型框架中探讨所

得税分享改革带来的纵向财政失衡对企业能源消耗强度产生的影响ꎮ 在模型的基本设定

中ꎬ我们假设存在农村生产的农业部门和城市生产的制造业部门ꎮ 其中ꎬ农产品为同质化商

品与计价物ꎬ价格等于 １ꎬ制成品为差异化商品ꎬ劳动力可以在农村和城市间自由流动ꎮ
(一)模型设定

１.消费者需求

本文假设消费者的效用是由商品选择与区位选择决策共同决定的ꎬ消费者选择农产品

和制成品实现消费决策ꎬ在城市和农村间作出居住区位决策ꎬ效用函数服从柯布－道格拉斯

形式:
Ｕ ＝ ｅ－γＣμ

ＡＣ１－μ
Ｍ ꎬγ＝ｇ(τＥ) (１)

(１)式中:ｅ 是自然常数ꎬＣＡ 为农产品的消费量ꎬＣＭ 为制成品的综合消费量ꎬμ 表示总支出额

中对农产品的支出份额ꎮ 消费者的效用函数是消费量的增函数ꎬ居住地环境污染的减函数ꎮ
参考 Ａｓｉｌｉｓ 和 Ｒｉｖｅｒａ－Ｂａｔｉｚ(１９９４)ꎬγ 表示不同区域的污染程度ꎬ是能源要素市场扭曲(τＥ)的
增函数ꎬ即与 τＥ 正相关ꎮ 此外ꎬ本文假设农村地区 γ＝ ０ꎬ而在城市地区 γ>０①ꎮ

在制造业中存在 Ｎ 种制成品ꎬ制造业企业在垄断竞争市场下进行竞争ꎬ制成品的综合消

费量(ＣＭ)满足常替代弹性(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ꎬＣＥＳ)子效用函数形式:

ＣＭ ＝ ∑
Ｎ

ｉ ＝ １
ｃ
σ－１
σ

ｉ( )
σ

σ－１ (２)

(２)式中:ｃｉ 表示第 ｉ 种产品的消费量ꎬσ 表示任意两种产品间的替代弹性ꎮ 对于代表性消

费者而言ꎬ消费者追求在预算约束下的效用最大化ꎮ 我们分两个阶段来讨论消费者效用最

大化的问题ꎮ 在第一阶段ꎬ不管 ＣＭ 的大小ꎬ消费者选择实现 ＣＭ 所需成本最小的 ｃｉ:

ｍｉｎ ∑
Ｎ

ｉ ＝ １
ｐｉｃｉ 　 　 　 　

ｓ.ｔ. ＣＭ ＝ ∑
Ｎ

ｉ ＝ １
ｃ
σ－１
σ

ｉ( )
σ

σ－１ (３)

(３)式中:ｐｉ 表示第 ｉ 种产品的价格ꎮ 通过求解成本最小化问题ꎬ可以得出消费者对于产品 ｉ
的间接需求函数为:

ｃｉ ＝
ｐｉ

ＰＭ

æ

è
ç

ö

ø
÷

－σ

ＣＭ (４)

(４)式中:ＰＭ 表示制造业产品的价格指数ꎬ ＰＭ ＝ ∑
Ｎ

ｉ ＝ １
ｐ１－σ
ｉ( )

１
１－σ ꎮ

在第二阶段ꎬ消费者选择 ＣＡ 和 ＣＭꎬ使消费者效用函数最大化:
ｍａｘ Ｕ ＝ ｅ－γＣμ

ＡＣ１－μ
Ｍ

９１１

①本文对农村与城市污染系数的设定是对 Ａｓｉｌｉｓ 和 Ｒｉｖｅｒａ－Ｂａｔｉｚ (１９９４)提出的理论模型的简化ꎬ其认

为农村地区的污染程度是低于城市地区的ꎮ 当在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的污染系数中同时加入一个常数项

后ꎬ即农村地区污染系数不再为 ０ꎬ而城市地区污染程度相对高于农村地区ꎬ经过理论推导后ꎬ结果并不会

改变本文理论的研究结论ꎮ 结果备索ꎬ如有需要ꎬ可联系作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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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 ＣＡ＋ＰＭＣＭ≤ｗ (５)
(５)式中:ｗ 为消费者的收入水平ꎬ通过求解效用最大化问题可得间接需求函数为:

ＣＭ ＝ １－μ
ＰＭ

ｗ (６)

ＣＡ ＝μｗ (７)
将(６)、(７)式代入(１)式ꎬ可以得到消费者的间接效用函数ꎬ如下所示:

Ｖ＝μ
μ (１－μ) １－μ

Ｐ１－μ
Ｍ

ｅ－γｗ (８)

２.企业生产

本文假设存在两个部门:农业部门(Ａ)和制造业部门(Ｍ)ꎮ 农业部门只使用劳动力要

素且规模报酬不变ꎬＴＦＰＡ 和 ＬＡ 分别表示农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力投入ꎬ其生产函

数形式为:
ＹＡ ＝ＴＦＰＡＬＡ (９)

制造业企业投入劳动和能源两种要素进行生产ꎬＴＦＰＭ、ＬＭ 和 ＥＭ 分别为制造业部门的

全要素生产率、劳动力投入和能源投入ꎬ其生产函数服从柯布－道格拉斯(Ｃ－Ｄ)形式①:
ＹＭ ＝ＴＦＰＭＬα

ＭＥ１－α
Ｍ (１０)

３.地方政府税收

本文在模型中假设地方政府有两个方面的财政收入来源:来自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和对制造业部门征收的税率为 ω 的所得税分成收入ꎮ ｓ 表示地方政府从所得税收

入中分享的比例ꎬ这一比例由中央政府决定ꎬ对于地方政府为外生变量ꎬ当我国实行所得税

分享改革后ꎬ央地间税收分配的比例变化 ｓ 将会影响地方政府收入与纵向财政失衡ꎮ 我们

采用以下函数形式来表示地方政府的收入ꎬ可反映地方政府由于所得税分享改革带来的财

政压力ꎬ具体地ꎬ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服从以下函数形式:

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ωＹＭ (１１)
当产品市场实现均衡时ꎬ即满足:ＹＭ ＝ＣＭꎬＹＡ ＝ＣＡꎬ地方政府的税收总收入为:

Ｔ ＝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 ｓω ∑
Ｎ

ｉ ＝ １
ｃ
σ－１
σ

ｉ( )
σ

σ－１ (１２)

(二)均衡问题

１.消费者区位选择

我们假设城市与农村居民的间接效用水平分别为 ＶＵｒｂａｎ和 ＶＲｕｒａｌꎬ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工资

水平分别为 ｗＵｒｂａｎ和 ｗＲｕｒａｌꎬ则城市和农村的间接效用函数能够表达为:

ＶＵｒｂａｎ ＝
μμ (１－μ) １－μ

Ｐ１－μ
Ｍ

ｅ－γｗＵｒｂａｎ (１３)

ＶＲｕｒａｌ ＝
μμ (１－μ) １－μ

ＰＭ
１－μ ｗＲｕｒａｌ (１４)

假设劳动力可以在农村和城市间自由流动ꎬ当城市和农村地区消费者间接效用相等时

０２１

①在 Ｃ－Ｄ 生产函数中考虑资本投入后ꎬ本文理论模型得到的研究结论仍然成立ꎮ 结果备索ꎬ如有需

要ꎬ可联系作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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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均衡ꎬ即满足:ＶＵｒｂａｎ ＝ＶＲｕｒａｌꎮ 我们结合(１３)和(１４)式可以推导出居民迁移的均衡条件:
ｗＵｒｂａｎ ＝ ｅγｗＲｕｒａｌ (１５)

由于城市制造业对能源消耗时会产生污染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环境污染将造成

城市居民效用下降ꎬ从而降低城市对农村居民的吸引力ꎮ 从(１５)式中可以看出ꎬ为了补偿城

市居民的效用损失ꎬ城市地区工资会高于农村地区ꎬ且这种补偿随着城市地区污染的加剧而

不断提升ꎮ
２.制造业部门商品利润最大化问题

本文假设代表性制造业企业在城市投入劳动力与能源要素组织生产ꎬ企业 ｉ 的利润函

数为:
πｉ ＝(１－ω)ｐｉＹｉ－ｗＵｒｂａｎＬｉ－(１－τＥ)ｐＥＥ ｉꎬＹｉ ＝ＴＦＰＭＬα

ｉ Ｅ１－α
ｉ (１６)

(１６)式中:ｐＥ 表示能源要素价格ꎻ τＥ 表示能源要素的市场扭曲ꎬ即地方政府为了促进地方

制造业发展ꎬ通过能源补贴、价格管制等方式形成的能源价格相对于市场能源价格下调的幅

度ꎻＥ ｉ 表示企业的能源要素投入ꎮ 能源要素的市场扭曲将增强制造业对能源要素投入的依

赖ꎬ城市的污染更为严重ꎬ导致 γ 增加ꎬ即:γ＝ ｇ(τＥ)ꎬｇ′(τＥ) >０ꎮ 代表性企业生产产品价格

ｐｉ 可表示为:

ｐｉ ＝
σ

σ－１
ｐＥ

α
æ

è
ç

ö

ø
÷

α ｗＵｒｂａｎ

１－α
æ

è
ç

ö

ø
÷

１－α １
ＴＦＰＭ

(１７)

根据企业利润最大化问题ꎬ我们通过求解一阶条件能够得到企业的能源消耗强度与最

优产出为:

ＥＩｉ∗ ＝
Ｅ ｉ

Ｙｉ
＝ １
ＴＦＰＭ

１－α
α

×
ｗＵｒｂａｎ

(１－τＥ)ｐＥ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α

　 　 　 　 　 　 (１８)

Ｙ∗
ｉ ＝

(１－τＥ)ｐＥ

ｗＵｒｂａｎ
 α

１－α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α－１

ＴＦＰＭＬｉ ＝ＥＩ
∗１－α

α
Ｍ ＴＦＰ－ １

α
Ｍ Ｌｉ (１９)

(三)所得税分享改革对制造业企业能源消耗强度的影响

为了刻画纵向财政失衡ꎬ我们将所得税分享改革引入模型ꎮ 所得税分享改革加剧了央

地间的纵向财政失衡ꎬ将(１９)式代入(１２)式中ꎬ可以得到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为:

Ｔ ＝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 ｓωＴＦＰ － １
α

Ｍ ＥＩ
１－α
α

Ｍ ∑
Ｎ

ｉ ＝ １
Ｌｉ

σ－１
σ( )

σ
σ－１ (２０)

通过调整(２０)式ꎬ可得企业能源消耗强度为:

ＥＩｉ ＝Ｎｉｓ
α

α－１ (２１)

(２１)式中: Ｎｉ ＝
Ｔ －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ωＴＦＰ － １
α

Ｍ ∑
Ｎ

ｉ ＝ １
Ｌｉ

σ－１
σ( )

σ
σ－１

é

ë

ê
êê

ù

û

ú
úú

α
１－α

ꎬ为一常数ꎮ

为了探讨所得税分享改革分成比例对企业能源消耗强度决策的影响ꎬ我们对 ｓ 求偏导可得:
∂ＥＩｉ
∂ｓ

＝ α
α－１

Ｎｉｓ
１

α－１<０ (２２)

由(２２)式可知ꎬ企业能源消耗强度与地方政府所得税分成比例呈负相关ꎬ即地方政府所

得税分享比例越低ꎬ企业的能源消耗强度越高ꎮ 所得税分享改革直接导致中央政府调高了

与地方政府在所得税分成中的比例ꎬ地方政府收入的减少而事务及支出责任并未发生改变ꎬ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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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财政失衡使得地方政府面临更大的财政压力ꎮ 由(１８)式可知ꎬ这种财政压力很可能通

过能源市场扭曲与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传导给企业的能源消耗强度ꎬ这与现有的

关于财政压力与地方政府行为以及能源政策扭曲与能源消耗强度的文献是一致的

(Ｂａｂａｔｕｎｄｅ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１)ꎮ 本文的理论框架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理论机制框架图

四、数据来源与识别策略

(一)制度背景

经过一系列重大的财政体制改革ꎬ中国重塑了央地之间税收分配方式与税收结构ꎮ
１９９４ 年全国统一实施了分税制改革ꎬ中央政府通过划分税种的方法参与地方财政收入的分

享ꎬ对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等税种的征管方式进行了重新设计ꎬ但企业所得税仍保持原

有征管状态ꎬ即按照企业的隶属关系分别由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进行征收①ꎮ 国家税

务局负责征收中央企业和外资企业所得税ꎬ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地方企业所得税ꎬ所得税税

收收入成为地方稳定的固定财政收入ꎮ 然而ꎬ为避免地方政府追求政绩带来的地方保护主

义与地区间过度竞争ꎬ２００２ 年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即所得税

收入分享改革ꎬ将原属于地方政府税种的企业所得税变为了中央和地方共享税ꎬ由中央和地

方各分享 ５０％ꎻ２００３ 年调整为中央分享 ６０％ꎬ地方分享 ４０％②ꎮ 然而ꎬ所得税分享改革对不

同地区地方政府的企业所得税收入变化带来的影响具有异质性ꎮ 一方面ꎬ这种异质性表现在

省际间ꎬ一是中央政府将分享所得的所得税收入全部用于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ꎮ
二是此次改革也实施了所得税基数返还的配套措施③ꎮ 另一方面ꎬ这种异质性还表现在省内ꎬ

２２１

①
②
③

参见«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ꎬ国发〔１９９３〕８５ 号ꎮ
参见«国务院关于印发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方案的通知»ꎬ国发〔２００１〕３７ 号ꎮ
所得税基数返还以 ２００１ 地方所得税收入为基数ꎬ如果地方分享的所得税收入小于地方实际所得税收

入ꎬ差额部分由中央返还地方ꎻ如果地方分享的所得税收入大于地方实际所得税收入ꎬ差额部分由地方作为基

数上解中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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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央和省级政府间统一规定的所得税分成方案不同ꎬ各省可对省级以下政府层级间的税收

分成方案自由设定ꎬ地方与中央分成后留存的部分可按各省规定比例由省与下辖市共同分享ꎮ
因此ꎬ本文可以借助此次改革捕捉地方政府所得税收入变化引致的地方财政压力变化ꎮ

(二)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 １９９８—２０１２ 年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测算了中国企业能源消耗强度ꎮ
该数据库由中国生态环境部对重要污染物排放量占地区污染物排放量 ８５％以上的工业企业

的定期调查所形成ꎮ 污染企业需定期自主上报企业的环境数据ꎬ并由县级环保部门不定期

检查来核实信息披露的真实性ꎮ 该数据库提供了企业有关煤、油、天然气和水资源等能源投

入ꎬ覆盖了采矿业、制造业、电力、供水等 ３９ 种行业ꎬ本文仅保留了其中的制造业企业样本ꎮ
鉴于调查过程的严格性和环境信息披露的全面性ꎬ该数据库被认为是目前国内最全面可靠

的环境微观数据库(陈钊、陈乔伊ꎬ２０１９ꎻ陈登科ꎬ２０２０)ꎮ 近年来ꎬ不少学者利用该数据库研

究了中国企业层面的环境和能源问题(陈钊、陈乔伊ꎬ２０１９ꎻ陈登科ꎬ２０２０)ꎮ
本文在构建计量方程中加入了企业和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ꎬ采用地区层面的税收数据

对央地纵向财政失衡进行刻画ꎮ 一方面ꎬ为获得企业的财务信息与生产信息ꎬ本文将中国工

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ꎬ通过企业法人代码与企业名称进行逐年匹

配ꎬ进一步采用人工核实方式确保数据可靠性ꎮ 同时ꎬ本文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基础上剔除

了非制造业企业ꎻ借鉴 Ｂｒａｎｄｔ 等(２０１２)的处理方式ꎬ删除了总资产小于流动资产、总资产小

于固定资产、工业总产值为负、职工人数少于 ８ 人的企业样本ꎮ 另一方面ꎬ地区层面的税收

信息则来源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全国地市县财

政统计资料»没有纳入 ２０００ 年企业所得税数据ꎬ我们通过 ２０００ 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汇报的信息进行了补充ꎮ 此外ꎬ地区层面控制变量数据主要来自 １９９８—２０１２ 年«中国城市

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ꎮ 最终ꎬ本文获得了 １９９８—２０１２ 年分布在 ２８９ 个地

级市 ８２ ４３４ 家工业企业的 ２３４ ８９２ 个观测值ꎮ
(三)识别策略

本文参考 Ｃｈｅｎ(２０１７)、徐超等(２０２０)的识别策略ꎬ采用构建的相对“实验组”和“对照

组”的强度双重差分法ꎬ识别纵向财政失衡下的地方财政压力对企业能源消耗强度的影响ꎬ
具体计量模型如下:

ＬｎＥＩｉｃｔ ＝α＋β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Ｐｏｓｔｔ＋ ∑Ｘ ｉｔ ＋ ∑Ｚｃｔ ＋γｔ＋ηｉ＋μｉｃｔ (２３)

(２３)式中:下标 ｉ、ｃ、ｔ 分别代表企业、地区、年份ꎮ ＬｎＥＩｉｃｔ为能源消耗强度ꎬ采用企业的煤炭

消耗量除以总产值的自然对数来衡量ꎮ Ｐｏｓｔｔ为时间虚拟变量ꎬ２００２ 年之后(包含 ２００２ 年)
为 １ꎬ否则为 ０ꎮ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为所得税分享改革对纵向财政失衡下地方财政压力的冲击强度大

小ꎬ以此作为相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处理强度变量ꎮ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Ｐｏｓｔｔ为政策处理效应变

量ꎬ表示在每一个分位上ꎬ大于该分位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值的样本是该分位所属样本的相对“实验

组”ꎮ Ｘ ｉｔ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ꎬＺｃｔ代表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ꎮ γｔ 和 ηｉ 分别为年份固定效

应和企业固定效应ꎬμｉｃｔ是随机误差项ꎮ 本文主要关心的是核心解释变量ꎬ即双重差分项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Ｐｏｓｔｔ的估计系数 βꎬ从而识别纵向财政失衡下的地方财政压力对企业能源消耗强度

的影响ꎮ 若 β 显著为正ꎬ则表示纵向财政失衡下的地方财政压力提升了中国企业的能源消

耗强度ꎬ反之ꎬ则降低了中国企业的能源消耗强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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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变量设定

１.企业能源消耗强度指标

企业能源消耗强度反映的是企业单位产出所需要的能源要素投入量(陈钊、陈乔伊ꎬ
２０１９ꎻＭａｒｔｉ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２)ꎮ 因此ꎬ借鉴陈钊和陈乔伊(２０１９)的做法ꎬ本文采用企业层面能源

投入与总产出比值的自然对数测度企业的能源消耗强度ꎬ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ＬｎＥＩｉｃｔ ＝ Ｌｎ
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ｐｕｔｉｃｔ

Ｏｕｔｐｕｔｉｃｔ
æ

è
ç

ö

ø
÷ (２４)

(２４)式中:ＬｎＥＩｉｃｔ为企业能源消耗强度ꎻＯｕｔｐｕｔｉｃｔ代表企业总产出ꎻ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ｐｕｔｉｃｔ代表企业能

源投入ꎬ本文采用企业煤炭消耗量作为企业能源投入ꎮ 已有文献表明煤炭消费在中国能源消

费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ꎬ且常年保持稳定的能源消费结构ꎬ快速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陈钊、陈乔伊ꎬ２０１９)ꎮ 因此ꎬ煤炭消耗量可以很好地反映中国工业企业的能源要素投入绩效ꎮ
具体地ꎬＬｎＥＩｉｃｔ的值越大ꎬ代表企业的能源消耗强度越高ꎬ即单位产出需要更多的能源消耗ꎮ

２.纵向财政失衡指标

所得税分享改革意味着地方政府会损失一部分企业所得税收入ꎬ改革前地方财政对企

业所得税的依赖程度越高ꎬ所得税分享改革产生的纵向财政失衡程度越高ꎬ地方政府面临的

财政压力越大ꎮ 借鉴吴敏和周黎安(２０２０)的度量方式ꎬ我们采用所得税分享改革前两年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１ 年)地方所得税收入占一般预算收入的结构平均值来测算改革对纵向财政

失衡下地方财政压力的冲击程度(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ꎮ 该比值越大ꎬ说明地方财政越依赖于企业所得

税收入ꎬ改革后带来的纵向财政失衡程度越高ꎬ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越大ꎮ
此外ꎬ为了检验所得税分享改革是否会带来纵向财政失衡ꎬ造成地方财政压力的提升ꎬ

参考 Ｅｙｒａｕｄ 和 Ｌｕｓｉｎｙａｎ(２０１３)ꎬ本研究采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中未通过财政收入覆盖的比

例来度量纵向财政失衡下的地方财政压力(ＶＦＩ)ꎮ 纵向财政失衡下的地方财政压力的具体

构建方式为:

ＶＦＩ＝ １－ＲＤ
ＳＤ

×(１－ＣＧ＿ｄｅｆｉｃｉｔ) (２５)

(２５)式中:ＶＦＩ 为纵向财政失衡下的地方财政压力ꎻＲＤ 为收入分权指数ꎬ采用地方政府财政收

入与中央财政收入的比值测度ꎻＳＤ 为支出分权指数ꎬ采用地方财政支出与中央财政支出的比

值测度ꎮ ＣＧ＿ｄｅｆｉｃｉｔ 为中央政府财政赤字ꎬ采用中央政府财政赤字在支出中的比例来度量ꎬ即:

ＣＧ＿ｄｅｆｉｃｉｔ＝ＣＧ＿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ＣＧ＿ｒｅｖｅｎｕｅ

ＣＧ＿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２６)

(２６)式中:ＣＧ＿ｄｅｆｉｃｉｔ 为中央政府财政赤字ꎻＣＧ＿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和 ＣＧ＿ｒｅｖｅｎｕｅ 分别为中央政府的财

政支出和财政收入ꎮ
３.控制变量

为避免企业和地区层面其他因素对企业能源消耗强度的影响ꎬ参考 Ｃｏｓｔａ －Ｃａｍｐｉ 等
(２０１５)、陈钊和陈乔伊(２０１９)、Ｈｅ 和 Ｈｕａｎｇ(２０２０)的研究ꎬ本文分别引入企业和地区两个层

面的控制变量ꎮ 企业控制变量主要包括:(１)企业年龄(Ｌｎａｇｅ)ꎬ经营时间长的企业能优化

能源投入ꎮ 本文采用当年减去企业成立年份的自然对数衡量ꎮ (２)企业规模(Ｌｎｓｉｚｅ)ꎬ大规

模企业有能力采用先进的节能设备ꎮ 本文采用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ꎮ (３)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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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Ｅ)ꎬ国有企业更易于获取低价能源ꎬ从而提升能源消耗强度ꎮ 如果企业是国有企业ꎬ该
变量取值为 １ꎬ否则为 ０ꎮ (４)外资企业(ＦＩＥ)ꎬ外资企业存在来自海外的节能技术溢出ꎬ有
更低的能源消耗强度ꎮ 如果企业是外资企业ꎬ该变量取值为 １ꎬ否则为 ０ꎮ (５)企业出口

(Ｌｎｅｘｐｏｒｔ)ꎬ出口企业面对国际绿色标准时ꎬ对能源使用有一定约束ꎮ 本文使用企业出口交

货值加 １ 的自然对数测度ꎮ (６)财务状况(Ｌｎｐｒｏｆｉｔ)ꎬ盈利能力强的企业有更多的资金进行

节能技术升级和节能设备引进ꎮ 本文采用利润总额与总资产比值的自然对数来衡量ꎮ 地区

控制变量主要有:(１)环境规制(Ｌｎ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ꎬ环境规制会激励企业进行节能技术升级ꎮ 本

文采用地区环保人员数量的自然对数衡量ꎮ (２)政府支出(Ｌｎｇｏｖ)ꎬ地方财政支出占比越大ꎬ
可能面临的纵向财政压力也越大ꎮ 本文使用地区财政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的自然对数测度ꎮ
(３)产业结构(Ｉｎｄｕｓｔｒｙ)ꎬ第二产业集聚的地区企业之间的节能技术溢出效应会更加明显ꎮ 本

文使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测度ꎮ (４)经济发展(Ｌｎｐｇｄｐ)ꎬ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会带

动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ꎬ增加对能源的消费需求和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投入ꎮ 本文使用人均

ＧＤＰ 的自然对数衡量ꎮ
相关变量的详细定义及其描述性统计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企业能源消耗强度 煤炭消耗量除以总产出(吨 / 万元) ０.５２１ ０.３５５ ０.０６５ １.０００

纵向财政失衡
改革前两年地方所得税收入占地方一般预算
收入的结构平均值

０.１８０ ０.０８６ ０ ０.５１５

所得税改革时间 ２００２ 年及以后为 １ꎬ否则为 ０ ０.７８２ ０.４１３ ０ １
企业年龄 当年减去企业成立年份 １４.８６２ １４.５２９ １ ４１１
企业规模 企业总资产(单位:亿元) ２.４７８ １６.０７０ ０.００１ １４７６.３７８
财务状况 利润总额与总资产比值(单位:％) ０.０９５ ０.２２３ ０ ５５.０４３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为 １ꎬ否则为 ０ ０.０９５ ０.２９３ ０ １
外资企业 外资企业为 １ꎬ否则为 ０ ０.１８７ ０.３９０ ０ １
企业出口 企业出口交货值(单位:亿元) ３.５８９ ３４.０１３ ０ ４７８３.９１７
环境规制 地区环保人员数量(单位:人) ５４９.４０３ ２５４.１４２ ４３ １３２０
政府支出 地区财政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单位:％) ２.００１ １.９８８ ０.１１４ １７.３２６
产业结构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单位:％) ４９.８３７ ８.５２３ １５.７００ ９０.９７０
经济发展 人均 ＧＤＰ(单位:元) ２７４.８５３ ２１７.９３１ １６.６００ １７５１.２５０

　 　 注:本表为变量未取对数时的描述性统计ꎮ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估计结果与分析

本文首先检验了所得税分享改革是否带来了央地间纵向财政失衡ꎬ加大了地方政府的

财政压力ꎬ表 ２ 中列(１)汇报了对其检验的回归结果ꎮ 结果显示双重差分项对纵向财政失衡

下的地方财政压力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ꎬ这表明所得税分享改革显著地加剧了央地纵向财

政失衡程度ꎬ加大了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ꎮ 在此基础上ꎬ根据基准回归模型(２３)的设

定ꎬ本文检验了纵向财政失衡下的地方财政压力对企业能源消耗强度的影响ꎬ具体估计结果

如表 ２ 列(２)—(４)所示ꎮ 其中ꎬ所有回归结果均控制了年份和企业层面的固定效应ꎬ并采

用聚类稳健标准差ꎬ以避免异方差与序列相关问题对本文估计结果带来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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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ＶＦＩ ＬｎＥＩ ＬｎＥＩ ＬｎＥＩ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Ｐｏｓｔ ０.２０５∗∗∗ ０.２６４∗∗∗ ０.２５１∗∗∗ ０.２５９∗∗∗

(０.０６７) (０.０６９) (０.０６９) (０.０６９)
Ｌｎ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０.０６５∗∗∗ －０.０８７∗∗∗ －０.０８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９)
Ｌｎｇｏｖ －０.１９５∗∗∗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９∗∗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０)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Ｌｎｐｄｇｐ －０.００４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Ｌｎａｇｅ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５)
Ｌｎｓｉｚｅ －０.０３７∗∗∗

(０.００５)
Ｌｎｐｒｏｆｉ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ＳＯＥ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９)
ＦＩＥ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９)
Ｌｎｅｘｐｏｒ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Ｎｏ Ｎｏ Ｎｏ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固定效应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３ ９２３ ２０４ ４１０ ２０４ ４１０ ２０４ ４１０
调整 Ｒ２ ０.８４２ ０.７０８ ０.７０８ ０.７０９

　 　 注:∗∗∗、∗∗、∗分别表示 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ꎬ括号内为标准误ꎬ标准误聚类到企业层面ꎮ 下
表皆同ꎮ

列(２)仅加入了双重差分项和年份、企业层面的固定效应ꎬ列(３)和列(４)进一步分别

控制了一些地区和企业层面的基本特征ꎮ 在加入了所有地区和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后ꎬ
交互项的系数仍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为 ０.２５９ꎮ 显然ꎬ这个系数代表的是不同地区间由

于所得税分享改革带来的平均效应ꎬ进一步ꎬ本文通过计算可以给出回归系数在不同地区

间产生的具体经济影响ꎮ 我们以所得税分享改革影响程度最大与最小的两个地区为例ꎬ
计算过程如下:

ｌｎ
ＥＩｍａｘꎬ２００３ / ＥＩｍｉｎꎬ２００３

ＥＩｍａｘꎬ２０００ / ＥＩｍｉｎꎬ２０００

æ

è
ç

ö

ø
÷ ＝β１(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ｍａｘ－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ｍｉｎ)＝ ０.２５９×０.５１５＝ ０.１３３ (２７)

ＥＩｍａｘꎬ２００３ / ＥＩｍｉｎꎬ２００３

ＥＩｍａｘꎬ２０００ / ＥＩｍｉｎꎬ２０００
＝ ｅ０.１３３ ＝ １.１４２＝ １１４.２％ (２８)

结果表明ꎬ政策实施后所得税收入占比最高地区相比最低地区的企业能源消耗强度上

升幅度高 １４.２％ꎮ
(二)识别策略的有效性检验

１. 共同趋势检验

在所得税分享改革前ꎬ实验组和控制组需要满足平行趋势假定ꎬ即两组企业的能源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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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强度需要保持相同的变动趋势ꎮ 本文以所得税分享改革前一年(２００１ 年)作为基准年

份ꎬ运用事件研究法进行平行趋势检验ꎬ结果如图 ２ 所示ꎮ 图中实线为所得税分享改革带

来的地方财政压力对企业能源消耗强度影响的边际效应ꎬ虚线为 ９５％置信区间ꎮ 从图中

可以看出ꎬ所得税分享改革前的回归系数靠近零轴ꎬ９５％置信区间穿过零轴ꎬ满足平行趋

势假定ꎮ 此外ꎬ所得税分享改革实施后的回归系数均位于零轴上方ꎬ且呈现出上升趋势ꎬ
这表明所得税分享改革带来的地方财政压力显著提高了企业能源消耗强度ꎬ且这一效应

具有增强的趋势ꎮ

图 ２　 共同趋势检验

２.安慰剂检验

企业能源消耗强度的变化趋势可能受其他不可观测因素影响ꎬ本文进行了安慰剂检验

以排除不可观测因素的潜在影响ꎮ 本文将基准回归中测算的财政压力强度指标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 随
机分配给每个地区ꎬ重新对基准模型进行估计ꎬ将这一过程重复 ５００ 次ꎮ 图 ３ 展示了 ５００ 次

安慰剂检验的估计系数核密度以及对应 Ｐ 值的分布ꎮ 可以发现ꎬ估计系数的均值接近于 ０ꎬ
且绝大部分 Ｐ 值大于 ０.１ꎮ 同时ꎬ垂直虚线代表的实际估计系数在安慰剂检验的估计系数中

明显属于异常值ꎮ 综合来看ꎬ企业能源消耗强度的提高确实是源自于所得税分享改革带来

的地方财政压力ꎬ排除了其他不可观测因素的潜在影响ꎮ

图 ３　 安慰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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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稳定个体干预值假设检验

双重差分法识别策略的有效性依赖于稳定个体干预值假设ꎬ即不同个体受到的政策冲

击是相互独立的ꎬ某一个体受到政策冲击的情况不影响其他个体的结果ꎮ 然而ꎬ现实情况中

的政策冲击可能会引发个体的策略性迁移决策ꎬ造成估计得到的平均处理效应是有偏的ꎮ
具体到本文的研究情境下ꎬ所得税分享改革带来的地方财政压力会造成当地能源市场的扭

曲ꎬ这可能会吸引追求低廉能源要素的外来企业进入ꎬ且高财政压力地区的国有企业也可能

会在异地新设子公司以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ꎮ 因此ꎬ所得税分享改革带来的地方财政

压力和企业能源消耗强度之间的关系ꎬ可能会因企业的逐利行为导致估计得到的平均处理

效应是有偏的ꎮ 为此ꎬ本文剔除了所得税分享改革后新进入企业的样本观测值重新估计ꎬ估
计结果汇报在表 ３ 列(１)中ꎬ结果仍然证实了本文基准结论的稳健性ꎮ 此外ꎬ本文也检验了

改革冲击对城市每年新进入企业数量(ＮｅｗＦｉｒｍ)、每年新进入高能耗企业数量(ＮｅｗＥｆｉｒｍ)以
及每年高能耗企业数量(ＥＦｉｒｍ)的影响ꎬ估计结果分别汇报在表 ３ 列(２)、(３)和(４)中①ꎮ

　 　 表 ３ 　 　 稳定个体干预值假设检验结果
(１) (２) (３) (４)
ＬｎＥＩ ＮｅｗＦｉｒｍ ＮｅｗＥＦｉｒｍ ＥＦｉｒｍ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Ｐｏｓｔ ０.２６３∗∗∗ ０.２５０ ０.１４３ －０.２５４
(０.０６９) (０.１９２) (０.１５３) (０.３８７)

企业维度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Ｎｏ Ｎｏ Ｎｏ
地区维度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Ｎｏ Ｎｏ Ｎｏ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１０８ ４７２ ３ ７５２ ３ ７０５ ３ ７０５
调整 Ｒ２ ０.６７７ ０.６００ ０.５９９ ０.８２１

结果表明所得税分享改革带来的地方财政压力并未造成城市每年新进入企业数量和每

年新进入高能耗企业数量的显著增加ꎬ也未显著影响城市每年高耗能企业的数量ꎮ 因此ꎬ所
得税分享改革可能并未引致企业的策略性区位选择问题ꎬ本文得到的平均处理效应能够有

效反映所得税分享改革带来的地方财政压力对企业能源消耗强度的影响ꎮ
(三)稳健性检验与分析

１.企业能源消耗强度再度量

一方面ꎬ借鉴 Ｍａｒｔｉｎ 等(２０１２)的做法ꎬ本文采用能源投入与可变成本的比值重新度量了

企业能源消耗强度(ＬｎＥＩ１)ꎬ表 ４ 列(１)汇报了回归结果ꎮ 结果表明纵向财政失衡下的财政

压力确实提升了企业能源消耗强度ꎮ 另一方面ꎬ参照 Ｚｈａｎｇ 等(２０２０)的做法ꎬ本文也采用了

能源投入与工业销售产值的比值作为企业能源消耗强度的代理变量(ＬｎＥＩ２)进行稳健性分

析ꎬ表 ４ 列(２)汇报了回归结果ꎮ 表中结果显示ꎬ交互项(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Ｐｏｓｔ)的估计系数仍然在

１％水平下显著为正ꎬ证实了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ꎮ

８２１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 ２０１０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报告»中将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
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归类
为制造业中的高耗能行业ꎮ 本文将属于高能耗行业的企业识别为高能耗企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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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财政压力强度指标再度量

为了精确地捕捉所得税分享改革带来的纵向财政失衡下的地方财政压力ꎬ借鉴徐超等

(２０２０)的测度方式ꎬ本文将地区转移支付和所得税基数返还纳入地方财政压力的测度中ꎬ重
新定义纵向财政失衡下地方财政压力指标(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２)ꎬ具体衡量方式如下: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２ ＝ １
２ ∑

２００１

ｔ ＝ ２０００

ＣＩＴｃｔ ＋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ｔ
Ｒｅｖｅｎｕｅｃｔ

－ １
６ ∑

２００７

ｔ ＝ ２００２

ＣＩＴｃｔ ＋ Ｒｅｔｕｒｎｃｔ ＋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ｔ
Ｒｅｖｅｎｕｅｃｔ

(２９)
(２９)式中:ｃ 代表地区ꎻｔ 代表年份ꎻＣＩＴｃｔ为企业所得税收入ꎻ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ｔ为中央对地方的一般转

移支付ꎻＲｅｖｅｎｕｅｃｔ为一般预算收入ꎻＲｅｔｕｒｎｃｔ为所得税基数返还ꎮ
表 ４ 列(３)汇报了考虑所得税基数返还和转移支付的回归结果ꎬ交互项系数在 １％水平

下显著为正ꎬ这与本文的基本结论保持一致ꎮ
３.遗漏重要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一方面ꎬ由于所得税分享改革规定将中央政府所得的所得税收入全部用于地方主要是

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ꎬ这可能会影响纵向财政失衡下地方财政压力强度ꎬ造成基准回归中

的估计是有偏的ꎮ 为此ꎬ本文进一步控制了城市层面的转移支付强度(Ｔｒａｎｓ)和财政自给能

力(Ｓｅｌｆ)①ꎬ估计结果汇报在表 ４ 列(４)ꎬ本文的基准结论依然成立ꎮ 另一方面ꎬ考虑到地方

政府为了缓解纵向失衡下的财政压力ꎬ可能会通过改变当地的投资环境吸引外来企业投资ꎬ
从而影响企业的能源消耗强度ꎬ本文进一步控制了城市投资环境(Ａｓｓｅｔ)ꎬ采用固定资产投资

完成额与 ＧＤＰ 的比值进行度量ꎬ表 ４ 列(５)展示了回归结果ꎬ本文的基本结论并未受到地区

投资环境的影响ꎮ
４.内生性问题

考虑到所得税分享改革具有一定的政策目标ꎬ比如平衡地区间的财政收入ꎬ因此该政策

可能不是足够外生的②ꎮ 为了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ꎬ本文选择所得税分享改革前城

市专项转移支付③占一般预算收入比重的平均值ꎬ作为所得税分享改革强度指标(所得税分

享改革前地区所得税收入占一般预算收入比重的平均值)的工具变量ꎮ 专项转移支付是指

上级政府委托下级政府代理的一些事务进行补偿而设立的专项补助资金ꎬ资金接受者需按

规定用途使用资金ꎬ主要集中在增加地方公共品的投资ꎮ 然而ꎬ我国一般采用的是具有配套

条款的专项转移支付形式ꎬ即地方政府必须按照一定比例出资增加地方公共品供给水平ꎬ从
而带来了地方政府“被动支出”的问题ꎬ促使地方政府通过增加税收收入来保证地方财政税

收体系有效运转(贾俊雪等ꎬ２０１２)ꎮ 因此ꎬ专项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所得税收入具有很强的

相关性ꎬ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条件ꎮ 然而ꎬ专项转移支付的使用具有明确的限定范围ꎬ与企

业的能源消耗强度不存在直接关联ꎬ满足工具变量外生性的要求ꎮ 在此基础上ꎬ借鉴 Ｂａｉ 和
Ｊｉａ(２０１６)的做法ꎬ本文将专项转移支付占比与所得税分享改革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作为

所得税分享改革双重差分项的工具变量ꎬ采用工具变量法重新估计所得税分享改革带来的

９２１

①

②
③

转移支付强度(Ｔｒａｎｓ)采用城市转移支付与财政收入的比值衡量ꎬ财政自给能力(Ｓｅｌｆ)采用财政支出

与财政收入的比值衡量ꎮ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建设性意见ꎮ
专项转移支付的数据来源于«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ꎬ１９９８—２００６ 年该项称为“专项补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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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财政压力对企业能源消耗强度的影响ꎮ 表 ４ 列(６)汇报了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ꎬ所得

税分享改革双重差分项的估计系数在 １％水平下显著为正ꎬ证实了本文基本研究结论的稳健

性ꎮ 在第一阶段回归中工具变量(即专项转移支付占比与改革时间虚拟变量)的系数在 １％
水平下显著为正ꎬ表明专项转移支付与地方所得税收入占比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ꎮ 同时ꎬ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统计量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ꎬ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值为 ５６.２０２ꎬ大于 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 弱识别检验在 １０％水平下的临界值 １６.３８ꎬ这意味着工具变量

的选择不存在未识别和弱工具变量问题ꎮ

　 　 表 ４ 　 　 变量再度量、遗漏重要变量和内生性问题的稳健性检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ｎＥＩ１ ＬｎＥＩ２ ＬｎＥＩ ＬｎＥＩ ＬｎＥＩ ＬｎＥＩ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Ｐｏｓｔ ０.４９９∗∗∗ ０.４７７∗∗∗ ０.１８５∗∗∗ ０.１８６∗∗∗ ０.９１２∗∗∗

(０.１２６) (０.１２７) (０.０６８) (０.０６８) (０.１６８)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２×Ｐｏｓｔ ０.６５８∗∗∗

(０.１７０)
Ｔｒａｎｓ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Ｓｅｌｆ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Ａｓｓｅｔ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９)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第一阶段 ＩＶ １.５５０∗∗∗

(０.２０６)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统计量 ８９.９４６
[０.０００]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 ５６.２０２
{１６.３８}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１４４ ２６２ １４４ ３０２ １８９ ２５１ １９４ ７８６ １９３ ８２３ ２０２ ５４７
调整 Ｒ２ ０.８１９ ０.８１２ ０.７１１ ０.７０９ ０.７０９ ０.２３５

　 　 注:[]内数值为 Ｐ 值ꎬ{}内数值为 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 弱识别检验在 １０％水平上的临界值ꎮ

５.排除预期效应

鉴于所得税分享改革方案在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份就已经提出ꎬ且规定按照 ２００１ 年的所得税

收入为基数进行所得税基数返还ꎬ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动机做大所得税返还基数ꎬ这可能难以

有效地反映纵向财政失衡下的地方财政压力程度(徐超等ꎬ２０２０)ꎮ 因此ꎬ我们使用以下两种

方式来排除这种预期效应ꎮ 第一种做法是删除 ２００１ 年的样本后再次进行回归ꎮ 第二种做

法是重新定义地方纵向财政失衡下的地方财政压力指标的测度方式ꎬ只采用 ２０００ 年地方所

得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１)来衡量ꎮ 表 ５ 列(１)和列(２)分别展示了两种排除预

期效应做法的估计结果ꎬ结果显示交互项的系数均在 １％水平下显著为正ꎬ表明本文基准回

归结果是稳健的ꎬ纵向财政失衡下的地方财政压力显著提高了企业的能源消耗强度ꎮ
６.模型设定的稳健性检验

第一ꎬ为了缓解组内测量误差对本文估计结果的影响ꎬ借鉴徐超等(２０２０)的做法ꎬ本文

将衡量纵向财政失衡下的地方财政压力的指标设置为虚拟变量的形式(Ｔｒｅａｔ)ꎬ当地区纵向

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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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失衡大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中位值时ꎬＴｒｅａｔ 赋值为 １ꎬ否则为 ０ꎮ 在此基础上ꎬ本文构建了传统的

双重差分模型以检验纵向财政失衡下的地方财政压力对企业能源消耗强度的影响ꎮ 我们在

表 ５ 列(３)中汇报了传统双重差分模型的回归结果ꎬ交互项(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的估计系数显著为

正ꎬ进一步证实了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ꎬ不受双重差分模型设定形式的影响ꎮ 第二ꎬ
考虑到标准误可能在城市层面的序列相关性ꎬ本文将标准误重新聚类到城市层面进行回归ꎬ
估计结果汇报在表 ５ 列(４)ꎬ本文的基准结论仍然成立ꎮ 第三ꎬ在基准回归中ꎬ尽管本文控制

了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ꎬ但可能遗漏了一些城市层面的变量ꎮ 为此ꎬ本文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

进一步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ꎬ估计结果汇报在表 ５ 列(５)ꎬ这一结果并未影响本文基准结论的

稳健性ꎮ 第四ꎬ本文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了行业－年份固定效应ꎬ以控制一些行业

层面随时间变化的因素ꎬ回归结果汇报在表 ５ 列(６)ꎬ仍然证实了本文基本结论的稳健性ꎮ

　 　 表 ５ 　 　 排除预期效应和模型设定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ｎＥＩ ＬｎＥＩ ＬｎＥＩ ＬｎＥＩ ＬｎＥＩ ＬｎＥＩ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Ｐｏｓｔ ０.４３０∗∗∗ ０.２５９∗∗ ０.２５８∗∗∗ ０.２８６∗∗∗

(０.０９４) (０.１０５) (０.０６９) (０.０７０)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１×Ｐｏｓｔ ０.４５１∗∗∗

(０.０８７)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０.０５２∗∗∗

(０.０１６)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样本量 １８９ ４６３ １７５ ９９３ １８９ ４６３ ２０４ ４１０ ２０４ ４１０ ２０４ ０１０
调整 Ｒ２ ０.７１１ ０.７０９ ０.７１１ ０.７０９ ０.７０８ ０.７１７

７.考虑同期其他政策改革的影响

为剔除其他政策冲击的潜在影响ꎬ本文考虑了样本期内影响纵向财政失衡下地方财政

压力和企业能源消耗强度的五次改革ꎬ分别是取消农业税改革、增值税转型改革、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外资进入管制以及“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ꎮ 在考虑了以上其他政策的潜在影响

后ꎬ本文的基本研究结论仍然保持稳健ꎮ①

(四)机制检验与异质性分析

１.能源价格和劳动力成本的机制检验

(１)检验能源价格扭曲机制ꎮ 本文借鉴 Ｌｉ 和 Ｚｈａｎｇ(２０２２)对中间品投入价格的测算方

式对企业层面的能源价格进行了估算ꎮ 该方法基于两阶段的生产决策结构模型ꎬ通过常见

的如劳动雇佣、材料购买支出、资本、营业收入、能源投入等变量估计中间品要素投入价格ꎮ
具体而言ꎬ可根据企业最优化条件下的劳动与能源投入数量组合与企业的工资、原材料支出

等变量推断出不含质量因素的要素投入价格ꎮ 由此ꎬ本文可获得企业层面能源价格的代理

指标(Ｅｎｅｒｇｙ＿Ｐｒｉｃｅ)ꎮ 表 ６ 列(１)汇报了所得税分享改革对企业能源价格的回归结果ꎬ改革

１３１
①考虑到文章篇幅限制ꎬ同期其他政策改革检验未予列出ꎬ如有需要ꎬ可联系作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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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项(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Ｐｏｓｔ)对能源价格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ꎬ表明所得税分享改革带来的地方财

政压力会显著降低能源价格ꎬ造成能源价格扭曲ꎮ
(２)检验劳动力成本上升机制ꎮ 本文采用应付职工工资与职工人数的比值作为企业劳

动力成本(Ｌａｂｏｒ＿Ｃｏｓｔ)的衡量指标ꎮ 表 ６ 列(２)汇报了所得税分享改革对企业劳动力成本的

回归结果ꎬ改革交互项(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Ｐｏｓｔ)对劳动力成本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ꎬ表明所得税分享

改革带来的地方财政压力会显著增加企业的劳动力成本ꎬ与本文的理论分析保持一致ꎮ

　 　 表 ６ 　 　 机制检验与异质性分析检验结果
机制检验 异质性分析

(１) (２) (３) (４) (５)
能源价格 劳动力成本 财务压力 能源密集度 要素市场化水平

Ｅｎｅｒｇｙ＿Ｐｒｉｃｅ Ｌａｂｏｒ＿Ｃｏｓｔ ＬｎＥＩ ＬｎＥＩ ＬｎＥＩ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Ｐｏｓｔ －０.８７７∗∗ ４.７８４∗∗∗ ０.３０７∗∗∗ ０.３１７∗∗∗ ０.４６０∗∗∗

(０.４１９) (０.９２７) (０.０７５) (０.０７１) (０.１７５)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Ｐｏｓｔ×ＦＰ ０.０９７∗

(０.０５９)
ＥＣ＿ｄｕｍｍｙ ０.０４６∗∗

(０.０２０)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Ｐｏｓｔ×ＥＣ＿ｄｕｍｍｙ ０.２２７∗∗∗

(０.０５９)
ＦＭ＿ｄｕｍｍｙ ０.５７６

(０.５６７)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Ｐｏｓｔ×ＦＭ＿ｄｕｍｍｙ ０.６５１∗∗∗

(０.１４４)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１１５ ９６０ １３５ ８６３ ２０４ ４１０ ２０４ ４１０ ２０４ ４１０
调整 Ｒ２ ０.７３２ ０.５２１ ０.７０９ ０.７０９ ０.７０９

２.异质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理解所得税分享改革带来的地方财政压力影响企业能源消耗强度的内在联

系ꎬ考虑到二者与企业财务压力、行业能源消耗和地区要素化水平密切相关ꎬ本文进一步从

这三个方面探讨地方财政压力与企业能源消耗强度关系的异质性ꎮ
(１)检验企业财务压力的异质性影响ꎮ 所得税分享改革带来的地方财政压力会进一步

传导给当地企业ꎬ导致财务压力越大的企业面临更加严峻的生产经营环境ꎬ不仅会减弱这些

企业进行设备升级和环保投资的动机ꎬ而且会促使其投入更多成本相对较低的能源要素ꎬ从
而增加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ꎮ 借鉴 Ｋｏｎｇ 和 Ｚｈｕ(２０２２)ꎬ本文采用样本期间企业总负债与

总资产比值的平均值衡量企业财务压力(ＦＰ)ꎬ该值越大表明企业的财务压力越大ꎮ 表 ６ 列

(３)汇报了企业财务压力的异质性影响ꎬ企业财务压力与双重差分变量交乘项(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Ｐｏｓｔ×ＦＰ)的系数显著为正ꎬ表明对于财务压力越大的企业ꎬ所得税分享改革带来的地方财政

压力对企业能源消耗强度的正向影响越大ꎮ
(２)检验行业能源密集度的异质性影响ꎮ 高能耗行业在生产过程中更依赖于能源要素

的投入ꎬ地方财政压力下能源价格的扭曲会降低能源要素成本ꎬ这会进一步增加高能耗行业

的能源需求和能源投入ꎬ从而提升企业能源消耗强度ꎮ 为了检验行业能源密集度的异质性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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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ꎬ本文构造了高能耗行业的虚拟变量(ＥＣ＿ｄｕｍｍｙ)ꎬ当企业所属行业为高能耗行业时ꎬ该
虚拟变量取值为 １ꎬ否则为 ０ꎮ 表 ６ 列(４)汇报了行业能源密集度的异质性影响ꎬ高能耗行业虚

拟变量与双重差分变量交乘项(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Ｐｏｓｔ×ＥＣ＿ｄｕｍｍｙ)的系数显著为正ꎬ表明对于高能耗行

业而言ꎬ所得税分享改革带来的地方财政压力对企业能源消耗强度的促进作用更强ꎮ
(３)检验地区要素市场化水平的异质性影响ꎮ 地方政府对能源要素市场的干预行为会

受到当地要素市场化水平的影响ꎬ当地区要素市场化水平越低时ꎬ地方政府干预能源价格的

能力和动机越强ꎬ从而通过扭曲能源价格影响企业的能源消耗强度ꎮ 为了检验地区要素市

场环境的异质性影响ꎬ借鉴 Ｋｏｎｇ 和 Ｚｈｕ(２０２２)ꎬ本文构造了低要素市场化水平的虚拟变量

(ＦＭ＿ｄｕｍｍｙ)ꎬ当企业所属地区样本期间的平均要素市场化水平低于中位数时ꎬ虚拟变量

ＦＭ＿ｄｕｍｍｙ 取值为 １ꎬ否则为 ０①ꎮ 表 ６ 列(５)汇报了地区要素市场化水平的异质性影响ꎬ低
要素市场化水平虚拟变量与双重差分变量交乘项(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Ｐｏｓｔ×ＦＭ＿ｄｕｍｍｙ)的系数显著为

正ꎬ表明在低要素市场化水平地区ꎬ所得税分享改革带来的地方财政压力对企业能源消耗强

度的促进效果更明显ꎮ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纵向财政失衡为研究视角ꎬ将所得税分享改革这一外生冲击带来的央地财政分

配变化纳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行为决策的理论框架ꎬ探讨了央地间的财政分配制度

如何影响地方政府行为与企业能源消耗强度ꎮ 理论分析结论表明ꎬ当央地分成比例发生变

化时ꎬ地方财政收支缺口带来的财政压力会通过能源市场价格扭曲与劳动力成本上升增加

企业的能源消耗强度ꎮ 基于理论模型ꎬ本文借助所得税分享改革这一准自然实验ꎬ采用强度

ＤＩＤ 的识别策略对纵向财政失衡与中国企业能源消耗强度进行了因果识别ꎬ主要得到以下结

论:第一ꎬ纵向财政失衡显著提升了能源消耗强度ꎬ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有效性分析后结论依

然稳健ꎮ 第二ꎬ机制分析显示ꎬ纵向财政失衡引发了能源市场价格的扭曲和劳动力成本的上

升ꎬ从而增加了企业的能源消耗强度ꎮ 第三ꎬ异质性分析表明ꎬ纵向财政失衡对能源消耗强度

的正向效应主要集中在高财务压力企业、高能源密集度行业以及低要素市场化水平地区ꎮ
基于以上研究发现ꎬ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ꎬ科学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ꎬ构建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和区域均

衡的新型央地财政关系ꎬ为能源环境管理和“双碳”目标实现提供新的制度红利和动力源泉ꎮ
一是在财政支出方面ꎬ按照中央政府主导、权力下放、权责相属等原则ꎬ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

政府的固有事权和相应的财政支出责任ꎬ优化央地财政支出的纵向结构ꎮ 二是在财政收入

方面ꎬ遵循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重构地方税收体系和税收制度ꎬ允许地方政府科学培育

地方税种ꎬ通过优化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结构提高财政自给水平ꎬ提升地方政府绿色环境治理

意愿和能力ꎮ 三是根据不同地方政府的纵向财政支出责任和能力ꎬ通过规范转移支付资金

分配程序、优化转移支付分配结构和分配比例ꎬ充分利用转移支付缓解纵向财政失衡这一重

要政策工具ꎬ有效调动地方政府节能减排的积极性ꎮ
第二ꎬ加强财政制度设计和能源环境治理目标的协同融合ꎬ形成以财政政策为核心的能

源环境治理体系ꎮ 一是在央地财政制度框架下ꎬ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手段提升地方

３３１
①本文以样本期间地区平均要素市场化水平的中位数作为高低要素市场化水平的划分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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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绿色环境政策执行与创新的意愿ꎬ并加强绿色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监督和考核ꎬ发挥

财政制度设计对能源环境目标实现的激励作用ꎮ 二是借助财政资金的分配比例、预算管理

以及公共债务制度协调地方政府之间在能源环境管理目标上的利益关系ꎬ解决不同地区间

环境治理的外部性问题ꎬ有效实现财政制度设计对能源环境目标实现的协调作用ꎮ
第三ꎬ积极推进能源市场化改革ꎬ完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ꎮ 一是弱化地方政府在能

源价格制定上的主导作用ꎬ采用公开透明的招投标方式分配能源要素ꎬ并加强分配过程中的

监督与管理ꎮ 二是要在能源市场引入竞争机制ꎬ减少地方政府对能源部门的行政干预和财

政补贴ꎬ允许更多的民营资本进入能源市场并平等的参与竞争ꎬ让市场机制决定能源要素的

价格及配置ꎮ 在能源市场化的作用下ꎬ能源价格会成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信号ꎬ能源要素会流

向能源效率更高的企业ꎬ从而提升企业的能源效率ꎮ 三是优化地方政府官员绩效考核标准ꎬ
淡化以经济指标考核为主的观念ꎬ强化对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客观指标的关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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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Ｃｈｅｎꎬ Ｓ.Ｘ. ２０１７.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 Ｆｉｓｃａｌ Ｓｑｕｅｅｚｅ ｏｎ Ｔａｘ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４７: ６２－７６.

１５.Ｃｈｏｉꎬ Ｂ. ２０２０.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ｉｓ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Ｋｏｒｅａ’ 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ｅｃｔｏ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６１ꎬ １０１１８４.

１６. Ｃｏｓｔａ － ｃａｍｐｉꎬ Ｍ. Ｔ.ꎬ Ｊ. Ｇａｒｃｉａ － Ｑｕｅｖｅｄｏꎬ ａｎｄ Ａ. Ｓｅｇａｒｒａ. ２０１５. “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Ｆｉｒｍ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 ８３: ２２９－２３９.

１７.Ｅｌｓａｓｓｅｒꎬ Ｌ.ꎬ ａｎｄ Ｌ. Ｈａｆｆｅｒｔ. ２０２２ “Ｄｏｅｓ Ｆｉｓｃ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６１(２): ３７４－３９７.

１８. Ｅｙｒａｕｄꎬ Ｌ.ꎬ ａｎｄ Ｌ. Ｌｕｓｉｎｙａｎ. ２０１３. “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Ｆｉｓｃａｌ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Ｆｉｓｃ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６０(５): ５７１－５８７.

１９. Ｈｅꎬ Ｌ. Ｙ.ꎬ ａｎｄ Ｇ. Ｈｕａｎｇ. ２０２０. “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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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Ｆｉｒｍ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２７６ꎬ １２２５０７.
２０.Ｊａｃｑｕｅｓꎬ Ｏ. ２０２１. “Ａｕｓｔｅ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ｏｆ Ｌｅａｓｔ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Ｈｏｗ Ｆｉｓｃａｌ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ｓ Ｃｒｏｗｄ Ｏｕｔ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８(４): ５５１－５７０.
２１.Ｋｏｎｇꎬ Ｄ.ꎬ ａｎｄ Ｌ. Ｚｈｕ. ２０２２.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Ｆｉｓｃａｌ Ｓｑｕｅｅｚｅ ａｎｄ Ｆｉｒｍｓ’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８１: ８３３－８６６.
２２.Ｌｉꎬ Ｓ.ꎬ ａｎｄ Ｈ.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２２.“Ｄｏｅｓ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３２(６):６７５－７０８.
２３.Ｌｉｎꎬ Ｂ.ꎬ ａｎｄ Ｙ. Ｚｈｏｕ. ２０２１. “Ｄｏｅｓ Ｆｉｓｃａｌ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Ｆｉｓｃａｌ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ｎｅｒｇｙ ３０２ꎬ １１７４９５.
２４.ＭａｃＫａｙꎬ Ｒ.Ｃ. ２０１７.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Ｆｉｓ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ｎ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Ｆｉｓ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 Ｅｖ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ａｎｇ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 Ｐｕｂｌｉｃ Ｂｕｄｇ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３７(２): １０２－１２４.
２５.Ｍａｒｔｉｎꎬ Ｒ.ꎬ Ｍ. Ｍｕûｌｓꎬ Ｌ. Ｂ. Ｄｅ Ｐｒｅｕｘꎬ ａｎｄ Ｕ. Ｊ. Ｗａｇｎｅｒ. ２０１２. “ Ａｎａｔｏｍｙ ｏｆ ａ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ꎬ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６３(２): ２０８－２２３.

２６.Ｏｕｙａｎｇꎬ Ｘ.ꎬ Ｘ. Ｗｅｉꎬ Ｃ. Ｓｕｎꎬ ａｎｄ Ｇ. Ｄｕ. ２０１８. “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ｉｃｅ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ｌｅｖｅｌ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 １１８: ５７３－５８３.

２７.Ｘｕꎬ Ｙ.ꎬ ａｎｄ Ｍ.Ｅ. Ｗａｒｎｅｒ. ２０１６. “Ｄｏｅｓ 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ｒｏｗｄ Ｏｕ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ＵＳ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Ｆｉｓｃａｌ Ｅｆｆｏｒ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 ４８(５): ８７１－８９０.

２８.Ｚｈａｎｇꎬ Ｄ.ꎬ Ｊ. Ｌｉꎬ ａｎｄ Ｑ. Ｊｉ. ２０２０. “Ｄｏｅ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Ｃｒｅｄｉｔ Ｈｅｌｐ Ｒｅｄｕｃ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Ｆｉｒｍ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 １４５ꎬ １１１７１０.

Ｌｏｃａｌ Ｆｉｓｃ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ｉｒｍ’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Ｆｉｓｃａｌ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Ｉｎｃｏｍｅ Ｔａｘ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Ｒｅｆｏｒｍ

Ｓｏｎｇ Ｙｉｊｉａ１ꎬ Ｌｉ Ｘｉｔａｏ２ ａｎｄ Ｌｉｕ Ｒｕｏｘｉ３

(１: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ꎻ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ꎬ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ꎻ

３: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ｆｉｓｃａｌ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ｎ ａ ｆｉｒｍ’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ｂ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ｆｉｒｍ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ꎬ ｗ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ｈｏｗ 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ꎬ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ｆｉｓｃａｌ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ꎬ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ａ ｆｉｒｍ’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ｅ
ｔａｘ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ｒｅｆｏｒｍ.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ꎬ ｗｅ ｕｓｅ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 ｉｎ －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ｅ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１９９８－２０１２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Ｏｕ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ｆｉｓｃａｌ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ｈ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ｍ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ｉｓ ｒｏｂｕｓｔ ｔｏ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ꎬ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ｙ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ｔｈａｔ ｌｏｎｇ － ｔｅｒｍ ｆｉｓｃａｌ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ｉｎｐｕｔ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ｉｒｍ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ａｃｔ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ｃｏｓｔｓꎬ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ｒｍｓ. Ｏｖｅｒａｌｌꎬ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ｂｏｔｈ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ｆｉｓ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ｕｓｅｓ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ａｃｔ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ꎬ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ｉｓ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ｓｉｇ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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